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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采用民族志方法考察医学生在医学教育过程中如何形成对患者的想象。通过一年田野调查，研究

发现医学生在各种教学情境中逐渐构建出符号化、理想型和情绪中立三类患者形象，这些想象在便于知

识传授的同时也弱化了学生的伦理关怀和同理心。文章指出医学社会化中隐性课程的影响以及医学知识

的文化偏见，讨论医学生对患者的想象如何影响未来临床实践，并提出医学人文教育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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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to examine how medical students form imaginaries of 
patients in the course of medical education. Drawing on one year of fieldwork, the study finds that 
medical students gradually construct three dominant patient imaginaries across diverse educa-
tional settings: the symbolized patient, the idealized patient, and the emotionally neutral patient. 
While these imaginaries facilitate the transmission of medical knowledge, they simultane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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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ken students’ ethical sensitivity and capacity for empathy. The article highlights the role of the 
hidden curriculum in medical socialization and the cultural biases embedded in medical knowledge, 
and discusses how medical students’ imaginaries of patients shape their future clinical practice. It 
concludes by offering implications for reform in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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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如何“想象”未来所服务的患者，是医学人文教育与医学人类学关注的关键问

题。医学教育的核心不仅在于传授知识和技能，更关乎医生如何理解“人”。如果医学生在训练中缺乏

对患者作为社会主体的想象，医生面对的可能只是一个疾病抽象，而非有血有肉的个体。人类学研究者

指出，医学实践常被视为科学中立和普遍适用，但医学知识体系事实上嵌入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环境，具

有鲜明的文化性[1]。因此，研究医学生如何在学习中想象患者，不仅关系到未来医生的共情能力和伦理

关怀，也关系到医患关系和医疗公平的改善。 
近年来医学教育强调人文素养培养，倡导医学生“视患如人”，培养共情与沟通能力[2]。例如叙事

医学倡导医生倾听患者故事并想象其境遇来理解其痛苦与选择，以提高共情能力。与此同时，医学人类

学者指出，“患者”这一角色并非客观给定，而是被社会文化建构的概念[3]。医学不仅是科学技术，也

包含文化观念和社会角色的创造，患者形象往往反映社会对疾病、性别和权力的假定。本文在医学人文

关怀的价值取向与人类学理论视角的基础上，聚焦医学生在医学教育过程中形成患者想象的具体学习实

践，系统分析这些患者想象的主要特征及其生成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其对医学生未来临床决策、伦理判

断与行医方式的深层影响，以期为推进以患者为中心的医学人文教育改革提供经验依据与理论启示[4] [5]。 

2. 作为“他者”的患者：医学社会化过程中的想象建构 

2.1. 他者想象与医学社会化 

在社会文化中，人们总是通过特定的文化框架建构对“他者”的形象。对于医学生来说，尚未真正

成为医生之前，患者就是一种“他者”，其形象很大程度上依赖教育过程中传递的信息和价值观。医学

生的专业培养是一个社会化过程：他们逐步内化医学界的知识体系、行为规范与态度取向。医学社会化

不仅通过显性课程，也通过隐性课程发挥作用。隐性课程包括医疗环境中潜移默化的信息，如高压的工

作氛围、导师行为榜样以及对生物医学知识的偏重。一项针对医学教育隐性课程的研究指出，医学生在

高强度的教学和工作环境中经常接触到冷漠无情的榜样，这导致其逐渐产生犬儒和情感疏离，从而降低

共情能力[6]。换言之，学生对患者的想象可能从富有人情味的个体逐渐转变为需要理性对待的客体。 
医学人类学者还指出，西方医学实践常标榜科学中立和超文化性，认为医学知识具有普适性[7]。然

而，医学科学实则嵌入特定文化历史，所谓客观中立的医学知识包含欧洲文化和科学传统的价值取向。

健康与疾病的界定在不同文化中各不相同；生病不仅是身体的客观病变，也是患者的主观体验、医学话

语、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共同参与的产物。因此，医学生对患者的想象是一种文化建构，而非纯粹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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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事实。 

2.2. 临床实践与“文化建构的病人” 

20 世纪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病人角色”理论，指出社会赋予患者的理想化期望包括：患病者有正

当理由免除某些社会责任，社会不能责备其患病，但患者必须主动寻求治疗并配合医生指导[8]。这一理

想型患者范式要求病人遵从医嘱、渴望痊愈并依赖医生帮助，将与医生合作视为康复的必要条件。同时，

帕森斯认为医生角色被制度化地训练为情感中立，对患者情绪和心理需求不予重视。这些功能主义观点

揭示医学训练长期存在的倾向：将患者视作可以规范化处理的对象，而非具有丰富情感和社会背景的主

体。医学教育在塑造“理想病人”的同时，也培养医生的“情感中立”。 
医学人类学进一步指出，疾病和患者并非普遍存在的生物学实体，而是社会文化赋予意义的过程。

疾病名称、诊断标准、病程描述和治疗模式都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中形成的。因此，我们在本文将关注医

学教育如何通过课程与实践建构出“患者”形象。具体而言，我们将分析学生如何在教学情境中将患者

视作他者，以及这种想象背后隐含的文化假定和权力关系。 

3. 研究方法与田野进入 

3.1. 田野场域 

本研究采用民族志方法，于 2025 年 1 月至 12 月在广州医科大学开展田野调查。研究者以旁观者和

参与者的双重身份，长期浸入该校医学人文教育实践，观察课堂和模拟教学，记录师生互动以及学生反

应。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临床医学专业低年级(1~3 年级)学生，以及部分授课教师和教学管理者。选择低年

级学生的原因在于他们尚处于临床见习前，其患者形象主要来自课堂和模拟情境，较能体现“想象患者”

的建构过程。 

3.2.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源资料收集方式，以增强研究的厚度与解释力。首先，通过参与式观察获取第一手田

野材料。研究者旁听了医学伦理学、人文医学、临床沟通技能等相关课程，系统记录课堂中教师的教学

方式、学生的发言内容以及整体课堂氛围；同时进入临床技能中心，观察标准化病人(SP)教学、病例讨论

小组等教学活动，重点关注教学情境中患者形象的呈现方式及其被理解和使用的过程。 
其次，研究开展了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包括 20 名医学生，涵盖一至三年级、不同性别，以

及 5 名承担相关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访谈内容围绕医学生如何在课堂教学和案例学习中想象患者、对

教材中病例的整体印象、模拟病人与真实病人之间的差异等问题展开。所有访谈均在征得受访者知情同

意的前提下进行录音，并在访谈结束后完整转录，以保证资料的完整性与可追溯性。 
再次，研究对多种文本资料进行了系统分析。所收集的文本包括医学院校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课

程教材、典型病例汇编以及学生课程作业等。这些材料主要用于分析制度化教学文本和正式话语中所建

构的患者形象，从而理解患者如何在规范化教育体系中被定义、简化或类型化。 
此外，研究者在整个田野过程中持续撰写反思性笔记，记录自身在观察与访谈中的即时感受、所注

意到的张力与矛盾，以及初步的分析思路。这一过程旨在增强研究的反思性，警惕将研究者自身的预设

和价值判断不自觉地投射到材料之中。所有资料在整理与分析阶段均进行了匿名化处理，以保护研究参

与者的隐私。 
在资料分析方面，本研究采用主题分析法。研究者通过反复阅读观察笔记、访谈文本和相关文献资

料，对材料进行开放式编码，逐步提炼出在不同资料中反复出现的核心主题，包括“符号化患者”“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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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患者”“情绪中立的病例”“伦理感知与共情”以及“权力与规范”等。在此基础上，研究将这些经验

性主题与医学人类学和医学人文相关理论进行对话，进一步探讨医学生患者想象的生成机制及其在医学

教育中的意义。 

4. 被学习的患者：医学生患者想象的民族志分析 

通过田野调查，本研究发现医学生对患者的想象大致呈现出三种类型：符号化患者、理想型患者与

情绪中立病例。这些类型并非先验存在，而是在具体教学情境的互动节奏、专业语言与评价逻辑的共同

作用下逐步生成，并深刻影响学生的临床思维和态度。为了更直观地呈现这种“生成过程”，下文先以

一次 PBL 讨论课的课堂互动为例，展示患者如何在互动中被一步步转化为“案例–数据–结论”。 
该节课为某基础—临床整合模块的 PBL 小组讨论，地点为教学楼小组讨论室。小组共 8 名二年级临

床医学专业学生，教师以引导者身份在场。讨论材料为一则标准化病例：中年男性，主诉胸闷胸痛，既

往有高血压史，入院后心电图与血生化提示异常。 
讨论伊始，病例被投影在屏幕上，学生最初仍以日常语言指代患者。 

学生 A (读病例)：“这位患者 52 岁，最近两小时胸痛，家属送来……” 

学生 B：“他会不会很紧张？这种胸痛一般人都怕。” 

教师(打断并提示)：“先不要推测情绪，按病史—体征—检查来。你们先把信息结构化。” 

在教师提示后，组内语言迅速转向“标准病历汇报”模式，患者开始被“病例/对象”替代。 

学生 C (在白板上写)：“病例：男，52。主诉：胸痛 2 h。既往史：高血压。” 

学生 D：“先把鉴别诊断列出来：ACS (急性冠脉综合征)、胃食管反流、肌肉骨骼痛……” 

学生 A：“那就按胸痛流程走。关键数据：心电图、肌钙蛋白、D-二聚体。” 

接下来，讨论进一步被“数据驱动”，患者被拆分为一组指标的组合。 

教师：“现在你们缺的是什么？” 

学生 B：“缺客观数据。没有数据没法收敛。” 

学生 E：“如果肌钙蛋白升高，就基本锁定 ACS 了。” 

学生 C：“那就假设(或补充)肌钙蛋白阳性。下一步处理：阿司匹林、他汀、介入评估。” 

当研究者追问“患者体验”时，学生会自觉将其归入“非关键变量”。课间休息时，研究者问学生 B：“刚才你

说‘他会紧张’，后来怎么不讨论了？” 

学生 B：“PBL 主要是练思路，情绪没法量化，也不影响我们做诊断路径。” 

另一名学生补充：“而且考试也不考这个，先把关键点拿到分。” 

这段互动呈现出一个清晰的转化链条：患者在讨论开始时短暂以“人”的形式出现(“这位患者”“他

会紧张”)，但在教师引导与课堂评价逻辑作用下，迅速被重新编码为“病例/对象”，并进一步被拆分为

可操作的“数据–流程–结论”。患者的情绪与社会处境并非被明确否定，而是在“结构化–可量化–

可评分”的教学机制中被自然边缘化，从而为后文三类患者想象提供了生成的现场基础。 

4.1. 符号化患者：患者被简化为案例 

所谓“符号化患者”，是指学生在教学情境中把患者视作某种概念或原则的载体，而非有血有肉的

个人。在课堂上，患者常常被呈现为案例：教师通过简短的病例描述引出伦理原则或临床知识，病例中

的患者几乎没有个性，仅代表某种病理过程或道德议题。例如，一次医学伦理课讨论一个末期癌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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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继续化疗的案例时，教师把患者称为“某末期病人”，学生讨论的重点集中在“是否尊重自主权”这

一原则，而不是患者的生活背景和心理感受。正如一位学生课后反思：“老师讲的更像是一个道德寓言，

病人的形象非常模糊，只知道他拒绝治疗，仿佛他存在的意义就是提醒医生要尊重病人意愿。” 
这种符号化倾向也出现在教材病例和考试题中。病例描述高度模式化，通常只有患者的年龄、性别、

症状和诊断，如“某男性，45 岁，肝硬化患者”，随即进入讨论主题。这种表述方式方便教学，但将患

者简化为符号，使学生更关注疾病而忽视患者作为主体的需求和感受。人类学视角下，符号化患者的想

象反映了医学科学话语对患者的客观化建构：患者成为知识的工具，而患者的社会经历、情感和文化背

景被遮蔽。 

4.2. 理想型患者：顺从与理性 

第二类患者想象是“理想型患者”，即学生无形中接受一种隐含假设：患者应该理性、配合、遵从医

嘱。理想型患者的形象可追溯至帕森斯的病人角色理论，该理论要求患者不对病负有责任，但必须主动

求医并服从医生指导。田野中，无论课堂讨论还是模拟教学，教师和学生往往默认患者会按照医生的建

议行事。例如，临床沟通课中，一名学生扮演医生，另一名扮演高血压患者，剧本设定患者需按时服药

并控制饮食。在演练过程中，患者几乎没有质疑就接受了全部建议。课后有学生指出现实中患者未必如

此配合，但老师回应道，“理想情况下，病人应该理解并听从医嘱，这是建立信任的基础。” 
教材病例中的患者也常是典型化、顺从的，甚少涉及患者拒绝治疗或质疑医生的情形。这巩固了学

生对顺从患者的预期。当学生真正进入临床实习时，发现现实患者远没有想象中理性和听话，往往会感

到挫败。一位实习生提到，她遇到一位不愿合作的患者，起初认为病人“不讲理”，后来在老师引导下才

意识到是自己没有充分解释检查的必要性。理想型患者的想象有助于教学标准化，却易导致学生忽视患

者的异质性和能动性。 

4.3. 情绪中立的病例：情感被排除 

第三种类型可称为“情绪中立的病例”。医学生接触的大量病例描述偏重生物医学信息，如症状、

体征、检查结果，几乎没有患者主观感受和情绪反应。田野笔记显示，在问题式学习(PBL)的小组讨论中，

学生经常以病历汇报的口吻描述患者：“患者主诉疼痛 X 月，无明显焦虑情绪，否认烟酒嗜好。”这种

叙述方式将患者概括为一系列数据和否认句，患者的情绪和经验被视作与诊断无关的“枝节”。许多教

师强调病例分析要客观中立，避免被情感干扰，这促使学生学会“情感屏蔽”，更关注疾病本身，而非患

者的内心世界。 
情绪中立的想象一方面有助于学生在临床决策时保持理性；另一方面容易削弱学生共情的养成。研

究指出，当患者被想象为情绪中立的病例时，学生可能忽视患者真实的恐惧、焦虑和主观痛苦，久而久

之形成职业性的情感隔离[9]。这种情感隔离现象在医学教育中并不少见。医学人类学批评单纯聚焦“疾

病”而忽视“病痛体验”的做法，认为医学应关注患者的主观体验和社会处境，以实现真正的人文关怀。 

5. 讨论 

5.1. 伦理感知与共情的技术化 

从人类学视角出发，上述三类患者想象并非仅由医学教育内部的知识结构与教学规范所塑造，而是

深度嵌入于中国当下特定的医疗社会环境之中。在高强度诊疗压力、医疗风险高度可见以及医患纠纷频

繁进入公共舆论视野的背景下，医学生在尚未正式进入临床实践之前，便已通过媒体叙事、家庭经验与

教师话语等多重渠道，逐步形成对未来医疗实践的防御性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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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理感知层面，当患者被想象为符号化的案例或理想化的配合对象时，伦理判断中所指向的“人”

容易被抽象化，伦理实践随之倾向于退化为对程序合规性与文件完整性的遵循。访谈中，有学生明确指

出，只要“流程合规”“知情同意书签署完整”，伦理责任便被视为已经履行，而患者对治疗方案的疑

虑、恐惧或犹豫则往往被置于沟通中的次要位置。这一倾向并非源于学生伦理意识的缺失，而更应被理

解为对现实医疗环境中“风险规避”与“责任可追溯性”制度要求的回应。在医患信任基础相对脆弱的

情境下，程序化伦理逐渐演变为一种可被证明、亦可用于自我保护的安全机制。 
共情能力的建构同样受到这一社会现实的深刻影响。符号化与情绪中立的患者形象，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了学生对患者情绪体验的敏感度，使临床互动日益呈现出技术化取向。已有研究指出，医学训练中

对专业语言和身体规范的学习，固然有助于学生掌握“表现性共情”，但同时也可能拉大医患之间的情

感距离，使共情被限定为一种可操作、可训练的职业技术[10]。类似现象在中国医学教育情境中同样存在，

且其影响往往叠加于更为显著的制度与舆论压力之上。 
田野材料显示，医学生在课堂教学与模拟训练中反复被要求“保持冷静”“控制情绪”“避免情绪化

判断”，而这些要求常与对医疗纠纷与投诉风险的隐性提示并行出现。正如一名学生所言，“如果过度

投入情绪，反而容易出问题”。在这一语境中，共情被重新界定为一种需要在“表达关怀”与“避免过度

卷入”之间保持张力的技术性能力[11]。技术化共情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医学生适应高负荷、强规范的医疗

体系，但同时也可能滋生犬儒态度与情感隔离，并对医生个体的长期心理健康产生潜在影响。 

5.2. 想象偏差、权力结构与中国医疗现实 

患者想象的偏差不仅影响医学生与患者的互动方式，也可能在更宏观层面上加剧结构性不平等。医

学教育和研究长期以成年男性作为“标准患者”，无论教材案例还是临床研究，男性身体都更常被视为

规范参照。系统性综述表明，女性心血管疾病更容易被误诊为胃肠问题或情绪障碍，女性获得诊断检测

和侵入性治疗的概率也显著低于男性[12]。由于医学实践将男性经验默认为“正常”，女性患者的风险因

素和症状表达往往被低估，从而导致诊治延误和不良结局[13]。 
在中国情境中，这种偏差还与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就诊压力巨大等现实因素相互叠加。课堂案例中

较少出现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残障者或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完整生活情境，学生难以想象这些患

者在现实中面临的沟通障碍与照护困境。当患者被默认为“理性、配合、有能力理解医学信息”的主体

时，那些无法符合这一预期的人群便容易被标签化为“不守规矩”或“难沟通”的对象。由此，患者想象

不仅再生产了医学权威，也在无形中强化了既有的社会权力结构，影响医疗公平的实现。 

5.3. 医学生能动性与患者想象的再调适 

尽管教育制度和文化预期在塑造患者想象上发挥巨大力量，医学生并非被动接受者。他们在学习过

程中也表现出能动性，会质疑、调整甚至挑战既有的患者想象。一些学生在访谈中表示，他们在实际接

触患者后会反思课堂上的假定，意识到现实中的患者具有复杂性，需要因人而异地沟通。一位受访学生

说：“临床上的病人有自己的故事，不是单纯的病情。我在想，病例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病人生活才是

重点。”另一名学生则提到，她在课堂上听到有人认为“不配合”的病人就是无理取闹，但她后来在志愿

服务中与患有慢性病的老人交流，发现老人拒绝某些治疗的原因与其生活处境有关。通过这些体验，学

生逐渐形成更包容、更灵活的患者想象，并意识到医生与患者是共同决策的合作关系而非权力上的主从

关系。 
人类学研究提醒我们，同理心在跨文化医疗场景中更为复杂，一种文化中的共情表达可能在另一种

文化中产生歧异。学者指出，传统的文化能力教育常将文化视为一套固定知识，而忽视了权力关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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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化”倾向及高低语境沟通方式对共情表达的影响[14]。他们主张将共情从个体能力转向关系性实践，倡

导“生态式共情”，强调通过好奇、敏感与谦逊与他者共同创构意义。这种观点提醒我们，医学生的共情

能力不仅要应对本文化中的患者，还要具备跨文化敏感性，理解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对情绪表达和沟

通方式的差异。医学生需要在语言和非语言交流上不断学习，避免将自己的文化偏见投射到患者身上。 

6. 结语 

通过一年田野调查，本文揭示了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患者形象的三种典型模式：符号化患者、

理想型患者和情绪中立病例。这些想象是医学教育环境中显性课程、隐性课程与社会文化预期共同作用

的产物。它们在便于教学和标准化操作的同时，也可能在无意中削弱医学生对患者的人文关怀和反思能

力。 
对于医学人文教育而言，研究结果具有多重启示。首先，医学院校应检视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避

免过度抽象化和理想化患者形象。教师在案例教学中可引入更多患者的生活背景和情感经验，鼓励学生

倾听患者的故事，看到病例背后真实的人，从而培养学生的同理心和伦理敏感度。其次，教育者需要正

视隐性课程的影响，营造鼓励共情和批判反思的文化环境。有效的教学改革如早期患者接触、医学人文

课程以及反思日志可以帮助学生保持同理心并提高职业道德。因此，医学院校可通过邀请真实患者分享

经验、组织人文关怀实践、设置反思性写作等方法，让学生在与患者互动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想象。再次，

课程评价不应只关注知识掌握和技能操作，还应考察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反思能力，例如通过病例反思日

志评估学生对患者情感反应的理解和自我认知成长。 
研究也指出未来探索的空间。一方面，本研究关注的是医学生在校期间的患者想象，未来可延伸至

临床见习和住院医师阶段，探讨患者想象在真实接触患者后如何变化。另一方面，不同文化背景和教育

体制下，医学生的患者想象可能存在差异，跨文化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深化对“文化建构的患者”的理解。

此外，还可以考察患者自身如何想象医生和医学生，以及这种双向角色想象如何影响医患沟通与信任。 
总体而言，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患者的想象不仅反映出医学教育的知识和价值偏向，更深刻揭示

了医学与社会文化、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医学教育应当关注学生如何在情感、伦理和文化层面理解患

者，引导他们既掌握科学之真，也秉持人文之善，才能在未来的医疗实践中真正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核

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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